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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对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做出了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国际经验，对中国

工业化过往的发展历程、当前的发展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技术进步推

动迂回生产，工业化的本质就是延伸生产链条以及持续的资本品积累过程。以金融化为核心的美

国式产业结构绝不是中国产业升级的目标，以智能化与绿色化为核心，推动消费品工业进一步向资

本品工业的升级才是中国工业化道路前进的方向。只有突破技术瓶颈，持续更新完整体系与全产

业链的工业化，才能打破劳动力成本悖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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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表

现低迷，各种矛盾集中显现，预示着固有的全球经济

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经济发展的

“新常态”，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结构调整。在这样

的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改革”，其核心是

通过结构调整探索一种既适合自身情况又适应外部

环境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而其中的重中之重无疑

就是产业转型升级。所以，中国原有的工业化道路

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如何决策产业转

型升级的方向就变得异常重要。

一 些 文 献 对 马 克 思 主 义 工 业 化 理 论 进 行 了 研

究，其特点通常是从经典著作的文本出发，提炼工业

化理论的核心概念与主要范畴。内容涉及工业化产

生的条件和动力、工业化与生产方式变革、工业化与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工业化

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等内容（武力、高伯文，２００３；谭
祖 飞 等，２００５；宋 正，２００９；时 家 贤，２０１１；焦 冉，

２０１４）。但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还有进

一步深入挖掘的空间。本文借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数理分析的最新研究成果说明技术进步、迂回生产、

资本品积累以及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而重新阐释工

业化的本质及其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启示。

一、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的新阐释

（一）工业化的本质：以技术革新与迂回生产促

进生产力发展

坚持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重要

特点，即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分析人类经济社会的

演进。虽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关注生产关系，但

是其内在规律却受到生产力的决定性影响。因此，

对于工业化本质的理解也应首先从生产力的角度切

入。本文将利用马克思主义最优经济增长理论来加

以分析。该理论诞生于２１世纪初，以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为基础，以数理分析为主要特征，最早由日本学

者山下、大西（２００２）和大西、山下（２００２）提供了一个

基本模型。具体而言，该模型将马克思式的经济增

长概括为（１）式的动态最优规划问题。

Ｙ（ｔ）＝Ａ（ｔ）Ｋ（ｔ）α（ｓ（ｔ）Ｌ（ｔ））β

ｍａｘ
ｓ（ｔ）
Ｕ ＝∫

∞

０
ｅ－ρｔｌｎＹ（ｔ）ｄｔ （１）

ｓ．ｔ．Ｋ
·

＝Ｂ（ｔ）（１－ｓ（ｔ））Ｌ（ｔ）－δＫ（ｔ）

直观来看，式（１）给人的感觉与西方经济学非常

类似，但是对其内涵的把握却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经

济学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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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源泉。马克思 主 义 经

济学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认为通过劳动

可以获得产 品，并 且 劳 动 是 形 成 商 品 价 值 的 基 础。

式（１）中的Ｌ（ｔ）表示时期ｔ的 劳 动，这 里 的 劳 动 是

指所有劳动力在时期ｔ能够 提 供 的 全 部 劳 动 时 间。

当然，该劳动时间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已经抽象

为一般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第二，社会再生产的迂回性。马克思在 论 述 社

会再生产的过程中将全部产品划分为两大部类，即

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其中，消费资料即消费品，将
直接用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而生产资料的本质

是一种资本品，被投入生产过程之中，而无法直接消

费。式（１）中，分别以Ｙ（ｔ）和Ｋ（ｔ）表示时期ｔ的消

费品数量与资本品存量。Ｙ（ｔ）和Ｋ（ｔ）都需要依靠

劳动来进 行 生 产。因 此，Ｋ（ｔ）并 非 西 方 经 济 学 中

作为一种要素投入的资本，而是表现为一种物化劳

动。Ｋ（ｔ）由式（１）中 的 约 束 条 件 决 定，它 刻 画 了 资

本品存量的动态方程。Ｂ（ｔ）（１－ｓ（ｔ））Ｌ（ｔ）表示 时

期ｔ的新增资本存量。其中，Ｂ（ｔ）为时期ｔ的资本

品生产技术水平，即单位劳动时间投入所实现的资

本品产出。ｓ（ｔ）表示时期ｔ全部劳动被投入到消费

品生产中的比例，且０＜ｓ（ｔ）≤１。于是，１－ｓ（ｔ）
的比例被用于资本品的生产。δＫ（ｔ）表示 时 期ｔ的

资本存 量 折 旧，δ为 折 旧 率 且０＜δ＜１。因 此，

Ｋ（ｔ）完 全 可 以 被 还 原 为 不 同 时 期ｔ的 劳 动。Ｙ（ｔ）
的生产被描述为常见的Ｃｏｂｂ－Ｄｏｕｇｌａｓ型生产函数。

Ａ（ｔ）表示技术水平，或者理解为时期ｔ的全要素生

产率。α和β分别为资本存量与劳 动 时 间 的 产 出 弹

性，并且α＋β＝１，即规模报酬不变。例如，在第一

次工业革命爆发之前，消费品均由手工直接生产获

得，机器还没被发明出来，此时有α＝０；第一次工

业革命之后，机器作为一种生产手段被导入生产过

程，此时则α＞０。以机器生产替代人工劳动直接

生产的意义在于提高生产效率，特别是可以帮助人

类突破在力量、精度以及耐久性等方面的身体极限，

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在生产过程中，机器的引

入表现为生产链条被延长，增强了迂回性，即人类先

利用劳动制造机器，再通过劳动与机器的结合进行

生产，这无疑会改变劳动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

第三，消费的目的在于获得商品的有 用 性。马

克思认为商品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属性。如果

说价值是考察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的度量尺度，那

么使用价值提供的有用性则是人们购买商品，进行

消费的物质基础。因此，可以把特定数量消费品提

供的有用性以Ｕ（·）来表示。这类似于西方经济学

中的效用函数，显然也与人们对商品有用性的主观

评价有关，但 不 同 之 处 则 在 于Ｕ（·）并 非 构 成 商 品

价值的基础。在式（１）中Ｕ（·）的 具 体 形 式 被 假 设

为自然对数形式。式（１）中假设消费品都是易腐品，

需要在当期全部消费，所以当期消费品产量与当期

的消费量相等。ρ为体现时间偏好的贴现率，ｅ－ρｔ 为

贴现 因 子。于 是，社 会 决 策 者，或 者 说 代 表 性 消 费

者，其最优规划问题就是实现贴现后各期有用性评

价总量的最大化，而需要选择的变量则是ｓ，即如何

安排劳动在消费品与资本品生产之间的配置比例。

如果忽略掉Ａ、Ｂ以及Ｌ的动态变化，那么对式

（１）进行求解可以获得ｓ· 的动态方程，见式（２）。在

稳态情形下，将存在ｓ·＝０与Ｋ
·
＝０，由此可以进一

步求得稳态 均 衡，并 且，该 均 衡 具 有 鞍 点 均 衡 的 性

质，见式（３）。

ｓ·＝ｓ（ＢＬＫ
·α
β
ｓ－（ρ＋δ）） （２）

ｓ＊ ＝ β（δ＋ρ）
（α＋β）δ＋βρ

，Ｋ＊ ＝ ＢαＬ
（α＋β）δ＋βρ

（３）

Ｙ（ｔ）的变化代表了经济增长，同时也反映了消

费带来的社会福利水平。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经

济增长呢？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是Ｌ（ｔ），即劳动力以及劳动时间的投入量；第二是

Ａ（ｔ）和Ｂ（ｔ），即 两 大 部 类 的 劳 动 生 产 率；第 三 是

Ｋ（ｔ），即社会资本品存量 的 累 积，当 然 其 作 用 的 发

挥主要体现于达到Ｋ＊ 之前，此后则保持最优水平

不再变化。至此，结合式（２）就可以理解工业化的本

质。如果给定Ａ、Ｂ以及Ｌ，所谓工业化的过程就是

通过迂回生产、延长生产链条、不断累积资本品存量

来提高人均产出的过程。工业化的过程会表现出社

会全部劳动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单位劳动时间对应

的资本存量不断提升，而从国民经济统计的角度来

看则呈现出工业部门产值与就业占比的上升。

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

面。其一是常规性影响，即原有生产模式下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其二是颠覆性影响，在现实中是延长

迂回生产的链条，在理论上则为改变了社会生产函

数。例如，式（２）中资本的产出弹性α由等于０变为

大于０。显然，一 旦 一 系 列 的 重 大 颠 覆 性 的 技 术 进

步集中发生，就将引发工业革命。迂回生产程度的

—８１—



提升，必将带来一轮全新的资本品存量的积累过程，

即需要启动新一轮的工业化。

结合式（２），图１给出了ｓ的动态调整轨迹。在

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之前，机器尚未出现，对消费品

产出也没有任何贡献，因此全部劳动都被直接投入

到消费品的 生 产 之 中，（１－ｓ）长 期 保 持 为０。在 工

业革命发生之后，机器引入消费品生产并展现出明

显的效率性，因而资本品积累的要求被提出，大量劳

动力将被配置到资本品生产部门之中，但随着ｓ向

ｓ＊ 收敛，（１－ｓ）的比例将逐渐下降。图２给出了单

位劳动时间对应的资本品存量Ｋ／Ｌ的动态变化轨

迹。在工业革命 发 生 前，Ｋ／Ｌ长 期 为０，此 后 随 着

资本品存量的累积不断提升，直至收敛于最优水平。

其中，Ｋ 的积累以及Ｋ／Ｌ的提升就是工业 化 的 过

程。只有经历了工业化，更高的生产效率才能被完

全激发出来。这也正是为什么一个经济体，其经济

起飞必须要经历工业化过程的原因。当然，这里的

分析 仅 展 示 了 一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情 况。Ｒｏｘａｎｇｕｌ
Ｗｕｆｕｒｅ和金江（２００９）曾利用一个三部门模 型 模 拟

先后爆发的两次工业革命对资本品积累的影响。

图１　ｓ的动态调整轨迹

资料来源：大西、山下（２００２）。

图２　Ｋ／Ｌ的动态变化轨迹

资料来源：大西、山下（２００２）。

这里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资本品”并非“资本”。

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以获取价值增值为目的，体现

出特定的生产关系，而“资本品”则是一种体现了迂

回性的生产资料，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二者的关系

为只有当“资本品”被少数私人占有，并以此无偿占

有他人劳动，此时的“资本品”才在生产关系层面成

为“资本”。而这里更关注“资本品”，工业化的内涵

是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的新型资本品积累过程，

换言之，即颠覆性的新技术被逐渐普及应用，转化为

生产力的过程。
（二）工 业 化 的 条 件：价 值 实 现 要 求 调 节 生 产

关系

马克思在其诸多经典著作中已经系统地论述了

资本主义的 发 展 得 益 于 生 产 力 层 面 工 业 革 命 的 推

动。换言之，工业化帮助资本主义实现了前所未有

的繁荣。然而，马克思同时也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历

史宿命，即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导致的经济危机必将

毁灭资本主义本身。这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固然可

以实现社会财富高速增长，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不

能有效地调节收入分配，那么生产关系的反作用必

将抑制甚至消灭不断膨胀的生产力。这一论断在今

日看来依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也正是因为资本

主义的固有矛盾消灭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

基础，才使得这些国家走上金融化的道路，进而爆发

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

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伯南克就指出危机的发

生与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相关。他利用ＯＥＣＤ国家

的房地产价格指数与净出口进行分析，可发现更高的

逆差将导致更高的房价，进而揭示出贸易失衡与房地

产泡沫、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那么，到底是什么原

因使得美国在长达３０多年中持续处于逆差状态，并
且还表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呢？大量研究显示，这与

其经济去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何自力，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乔晓楠、张欣，２０１２ａ；乔晓楠、杨成林，２０１３）。美国的

工业化是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异军突起的，而自第

二次世界大战起，美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

就已全球领先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制造业的生产

率是英国的８倍，最高峰时期美国的制造业产值占全

世界的１／４。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主导的美国其工业

实力如此强大，但是也无法摆脱马克思的预言，即资

本与劳动的对立将导致经济危机发生。

而以凯恩斯主义政策来应对这种危机，结果就

是不断地通过政府采购向资本利益输血。再加之发

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这就共同导

致了被布伦纳（２００３）和阿瑞吉（２００３）所说的“资本

主义的盈利能力危机”。于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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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在追逐利润的动机下，发生了资本逃离本国

工业部门的现象。其去向包括两个，即大规模的海

外产业转移与进入金融领域。前者虽然可以使产业

资本获得可观的利润，但负面影响则是弱化了制造

业拉动本国就业的能力，同时ＦＤＩ带来的技术溢出

也有利于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后者导致的金融

化则根本不是发挥有效市场的功能提高资金配置的

效率，而是让工人透支未来收入，通过增加家庭部门

信贷的方式来扩大当期消费，进而解决价值实现的

问题。但是，伴随着信贷的累积，一旦贷款成本发生

变化，或者未来的现金流甚至预期出现波动，那么违

约率就会攀升，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金融化

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却不可能消除危机的根源。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的去工业化是一种在已经攀

升至当时技术水平所决定的最高生产环节，并且实

现了全体系积累之后，由资本主义盈利能力危机所

导致的去工业化。这种去工业化使美国逐渐丧失掉

原有的制造业优势，并且非常“彻底”，无论是资本品

贸易还是消费品贸易均表现为逆差。美国的去工业

化导致其高收入阶层也越来越依靠金融、保险、房地

产等行业，制造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就业者则收入相

对下降，加剧了国内的两极分化。

出现类似去工业化的国家除了美国之外还包括

一些欧元区国家，这些国家的情况与美国较为类似，

并且欧元如 同 美 元 也 可 以 作 为 世 界 货 币 来 透 支 信

用，差异仅是加杠杆的部门更多的是政府部门，即政

府以提供社 会 福 利 的 方 式 弥 补 家 庭 部 门 的 消 费 能

力，因此其危机的形式自然就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

危机爆发之后，这些国家也难以通过税收来增加财

政收入。其原因在于真正可以提供税负的资本家，

在面临高昂税收的时候就会选择逃离至外国。

由此可见，针对工业化的条件可 以 获 得 如 下 启

示：第一，市场经济中的工业企业追求利润，当不同产

业部门的利润率出现差异，或者同产业部门国内外的

利润率出现差异，工业企业的自发调整就有可能打断

一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工业产品只有被卖出才能

变为商品，进而实现其自身价值，这就要求必须有足

够的购买力支撑市场需求。当然，这种需求可以来自

于外需，但是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培育内需是更为重

要的。第三，因为高收入阶层不可能无限扩大对基本

消费品的购买，所以调节收入分配，确保工人阶层拥

有更高的工资就变得至关重要。否则价值实现就会

遭遇障碍，对于工业品的有效市场需求将不断萎缩，

导致工业部门利润率下降，进而从需求侧扼杀工业

化。从更加深入的层次认识，这是一个生产关系层

面的分配问题。因此，马克思的工业化理论不仅要

从生产力的角度理解工业化的本质，还必须从生产

关系的层面分析推进工业化的条件。

二、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一）错失工业革命的机遇：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

回顾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在农业文明时期不

仅取得了诸多辉煌的成就，而且经济发展水平一直

领先于世界。表１为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逊整理估

算的世界经济统计数据。从中不难发现自公元元年

开始，中国的ＧＤＰ占 世 界 的 比 例 长 期 保 持 在２２％
以上，１８２０年占比几乎为世界的１／３，标志着经济发

展水平达 到 了 农 业 文 明 时 期 的 最 高 峰。而 恰 恰 在

１８世纪后期直 至１９世 纪 初 期，第 一 次 工 业 革 命 在

西方兴起，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代表着先进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工业文明促使西欧的经济总量大幅超

越中国。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讲：“资产阶级在它

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

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

力的征 服，机 器 的 采 用，化 学 在 工 业 和 农 业 中 的 应

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

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

大量的人口。过去有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

的生产力蕴藏在社会劳动里呢？”①１８２０－１８７０年间，

从经济 的 年 均 复 合 增 长 率 来 看，西 方 国 家 平 均 为

４．３３％，而中国却为－０．３７％。虽然此后也有诸如洋

务运动引进近代工业，也有民国时期民族工业的短暂

春天，但是这都不足以让中国搭上工业化这列快车。

反而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进一步与西方拉开

了差距。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ＧＤＰ的世

界占比已经降至不到９％。１９１３－１９５０年，先后爆发

了两次世界大战，即便如此，西方国家经济的年均复

合增长率也达到２．８１％，而中国受到侵略者的掠夺与

战火的摧残，年均复合增长率仅为－０．０２％，差距被

再次 拉 开。１９５０年，中 国 ＧＤＰ的 世 界 占 比 下 降 至

４．５％，这是自公元元年以来的最低点，是中华民族两

千年以来的最低谷。由此可知，在生产力层面，正是

因为抓住了工业化的机遇使得西方实现了发展，同样

也正是因为错失了工业化的机遇导致了中国的落后。

因此，提升生产力发展水平，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工业化无疑是一条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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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中国工业化的两次跃升与中国奇迹

对于新中国工业化的历程，以改革开放为分界

线，大体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

独立自主为原则，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依托计划

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与

国民经济体系；第二个阶段则通过改革开放，利用市

场机制，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实现了从农业经济为主

到“世界工厂”的历史性蜕变。因此，可以将其称之

为中国工业化的“两次跃升”。也正因如此，才能创

造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表１　西欧与中国的经济总量及其世界占比

年份 ０　 １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１６００　 １７００　 １８２０　 １８７０　 １９１３　 １９５０　 １９７３　 １９９８

ＧＤＰ（单位：百万１９９０年国际元）

西欧 １１１１５　 １０１６５　 ４４３４５　 ６５９５５　 ８３３９５　 １６３７２２　 ３７０２２３　 ９０６３７４　 １４０１５５１　 ４１３３７８０　 ６９６９６１６

中国 ２６８２０　 ２６５５０　 ６１８００　 ９６０００　 ８２８００　 ２２８６００　 １８９７４０　 ２４１３４４　 ２３９９０３　 ７４００４８　 ３８７３３５２

世界 １０２５３６　 １１６７９０　 ２４７１１６　 ３２９４１７　 ３７１３６９　 ６９４４４２　 １１０１３６９　 ２７０４７８２　 ５３３６１０１　 １６０５９１８０　 ３３７２５６３５

占比（单位：％）

西欧 １０．８　 ８．７　 １７．９　 １９．９　 ２２．５　 ２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５　 ２６．３　 ２５．７　 ２０．６

中国 ２６．２　 ２２．７　 ２５．０　 ２９．２　 ２２．３　 ３２．９　 １７．２　 ８．９　 ４．５　 ４．６　 １１．５

世界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资料来源：麦迪逊，２００９：《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高度重视工业化的问

题。经过实践的探索以及对国际经验的总结，形成了

一系列重要的理论创新。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是工业化发展战略。在１９５３年，党中央正

式提出“逐 步 实 现 国 家 的 社 会 主 义 工 业 化”。②１９５４
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

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

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

不能达到目的。”③ 这标志着“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正

式提出，而其中就包括“现代化工业”。在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中后期，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中国提出

了更为激进的目标，如“７年超过英 国，１５年 赶 上 美

国”。这些目标已经脱离基本国情与经济发展规律。

因此，在“大跃进”后，党中央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

提出了两步走战略，即第一步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工业、农
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的经济走在世界

前列。④第二是工业化的发展原则。针对当时的国际

环境，党中央将独立自主作为发展工业化的基本原

则，并且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口

号。当然，在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基础上，也并不排

斥“向外国学习”。例如，苏联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期间援建的１５６个项目，就对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起到

了较大的促进作用。历史证明，坚持独立自主并积极

学习外国是决定后发国家工业化能否取得成功的一

条重要经验。第三是如何处理工业化进程中国民经

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比例关系。该思想主要体现在

《论十大关系》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

著作之中。毛泽东敏锐地发觉苏联模式存在片面发

展重工业，而忽视轻工业与农业的作法，提出在重点

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要更多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并
且将“重、轻、农”三者的关系作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

首要问题来看待。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工业化的主要模式是实现

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公有制和国有化作为

发展工业化的经济基础，通过农产品的统购统销以

及工业品的统一调配，利用计划体制创造出的工农

剪刀差来解决工业积累问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经济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但是在工业化方面所

取得的成绩是不容忽视的。１９５２－１９７８年，工农业

总产值年均增长８．２％，其中工业年均增长１１．４％，

特别是在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科技领域取得

了重大突破，使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

力均有显著增强，并且初步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

工业体系 和 国 民 经 济 体 系。这 也 为 后 来 的 改 革 开

放，承接海外产业转移，深度参与全球化竞争奠定了

重要的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逐步开启了改革

开放的进程。中国并没有采用激进改革策略，而是

利用双轨制，推动增量改革，渐进式改革的道路取得

了成功。这样的改革模式既避免了激进改革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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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造成的破坏性冲击，又减低了改革的阻力与成

本，而且通过各种“试点”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

试错探索，逐步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

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的经济因改革开放而驶入

了快车道，国有企业的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外资

企业的引入，共同推动了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工
业生产总值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６０２．９０亿元增长至２００１
年的４３４６９．８０亿元，增长了２５倍，加入 ＷＴＯ之后

又进一步 从２００２年 的４７３１０．７０亿 元 增 长 至２０１２
年的２０４３５９．５０亿元，增长 了３．３倍，逐 步 成 为“世

界工厂”。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

认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观点，不能用改革

开放后 的 三 十 年 去 否 定 改 革 开 放 之 前 的 三 十 年。
“如果没有１９４９年建立新中国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积累了重要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积累了

正反两方面 经 验，改 革 开 放 也 很 难 顺 利 推 进。”⑤ 目

前，学术界 在 解 释 中 国 奇 迹 时 存 在 一 些 片 面 认 识。

例如，某些观点认为是市场化以及允许民营经济发

展，即改革搞对了激励，所以实现了经济增长。这样

的观点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却缺乏足够的说服

力。因为，世界上也有许多后发国家进行了市场化、

甚至是全盘 私 有 化 的 改 革，但 是 却 没 能 取 得 成 功。

又如，某些观点认为中国主要是通过改革开放发挥

了劳动力成 本 低 的 优 势，才 实 现 持 续 的 经 济 增 长。

这样的观点仅揭示了部分现实，却不能说明全部问

题。因为如果在世界范围进行横向比较，在改革开

放之际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固然有优势，但是却并非

独此一家，很 多 国 家 拥 有 同 样 的 优 势，甚 至 成 本 更

低，但是这些国家却没有取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因

此，对于中国奇迹的原因分析必须要全面客观。这

其中改革开放之前所建立的完整工业体系显然发挥

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必要的积累有助于中国承接海

外产业转移，并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所以，中国工

业化的两次跃升彼此之间也存在必然的逻辑联系。

三、中国工业化当前的发展环境

（一）外部挑战：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

今天的中国已经深度地融入了世界经济，因此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也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全球经

济增长密切联系。上一轮全球经济增长的基本模式

就是全 球 失 衡（ｇｌｏｂ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ｓ），即 贸 易 逆 差 国

与顺差国长期并存，且规模不断扩大。图３给出了

２０１０年Ｇ２０国家的货物贸易的净出口情况，这样的

失衡状况已经持续了约４０年。这一全球经济增长

模式的确立与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去工业化

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大体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与

８０年代初。其 标 志 就 是 美 国 由 原 来 的 最 大 顺 差 国

转变为最大的逆差国，从原来的世界工厂变为世界

上最大的消费市场。

然而，全球失衡并不符合经济学常识，因此学术

界非常关注 这 种 全 球 经 济 增 长 模 式 得 以 维 系 的 条

件。其秘密就在于逆差国不断通过资本金融账户的

顺差来弥补经常账户的缺口。美国国际收支长期变

化的趋势（图４）就 展 示 了 这 一 特 征。当 然，资 本 金

融账户中也包括作为长期投资的ＦＤＩ，但这显然不

图３　世界主要国家的净货物贸易余额（２０１０）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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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主流，更多的还是金融投资。于是，才会出现日益

庞大且五花八门的金融及其衍生产品。金融资产被

不断抵押以及证券化，就进一步形成了错综复杂的

金融链条。但是，无论如何都与马克思的论断是一

致的，即金融资本只能寄生于产业资本之上，它本身

不能创造价值，而必须去分割产业资本的利润或者

从工人收入中攫取收益。为了避免资产价格的下跌

并且形成持续的利润，就要求外部资金不断流入，所
以资本与金融账户才会日益膨胀。而这些外部资金

则只能来源 于 各 种 类 型 顺 差 国 出 口 创 造 的 外 汇 收

入，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ＯＰＥＣ国家的石油美元与

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简言之，即逆差国

的债务必须由顺差国的债权来支撑。一旦逆差国的

债务额度超过了世界所能接受其最高的信用额度，

那么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必然崩溃。

图４　美国国际收支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当然，作为逆差国还可以通过增发货币的方式

悄悄地扩张信用。这正是金融危机爆发后，美日欧

等国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原因，即将利率降至

０之后，扩张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或者

其他债券。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发达资本主义

国家政府债务都已经超过了ＧＤＰ的规模，而此前爆

发的金融危机与主权债务危机就已经敲响了警钟，

特别是近期又进一步出现了欧洲的银行危机。这些

危机的发生预示着原有全球经济增长模式已经走到

了尽头。

去工业化使美国等国的经济寄生性越来越强，

进而导致由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变得

格外脆 弱。目 前，全 球 经 济 的 复 苏 只 有 两 种 选 择。

其一是维持原有模式，由顺差国继续向逆差国输血。

这样全球失衡将仍然存在，而逆差国的违约风险则

越来越高，最终结局一定是逆差国爆发更大的危机，

而顺差国也不能幸免。其二是顺差国逐步弱化对逆

差国市场的依赖，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探寻新的增长

空间。这将导致顺差国在一定时期内承受较大幅度

的经济下滑，并且必须经历痛苦的结构转型，但是未

来却有可能实现更加具有持续性的经济增长。

如果当前延续了４０年的全球经济增长模式难

以为继，那么中国也自然无法避免受到冲击。过剩

产能、高杠杆与高库存的问题就是最好的例证。在

中国工业化的第二次跃升中，工业的两个支柱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其一是制造业，其二则是建筑与市

政基础设施。当原来向世界提供消费市场的国家没

有办法持续扩大消费需求的时候，那么包括中国在

内的贸易顺差国必然会面 临 出 口 下 滑，进 而 影 响 到

投资。供给侧结 构 性 改 革 是 中 国 面 对 世 界 经 济 格

局的深刻变革 与 国 际 经 济 风 险 的 威 胁 做 出 的 一 个

重大选择，即在 承 认 经 济 新 常 态 的 基 础 上，通 过 结

构性调整，重塑 更 加 适 应 新 形 势 的 经 济 增 长 模 式。

去产能、去库存、去 杠 杆、降 成 本、补 短 板 的 核 心 是

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换言之，中国此前的制造业

虽然承载了出口创汇、拉动增长、解决就业等功能，

但是随着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持续发酵，

中国必然要面 临 外 部 需 求 萎 缩 与 市 场 竞 争 加 剧 的

情况，所以试图依靠国内政策刺激短时间替代外部

需求，是无法从 根 本 解 决 问 题 的，并 且 任 由 原 有 产

业规模不断扩大则只会累积更高的经济金融风险。

因此，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从供给侧进行深度的结构

调整。
（二）内部挑战：制造业竞争优势面临重塑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之一就是制造业低成本

优势面临挑战。表２显示，在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

之前，中国就将迎来人口总量的拐点，甚至出现负增

长，因此老龄化的趋势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劳动力

成本难以在 未 来 持 续 支 撑 中 国 制 造 业 的 国 际 竞 争

力。此外，国内对于《劳动合同法》的诸多争论也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毫无疑问，经 济 持 续 增 长

不能长期依靠低工资来实现，更不能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但是，质疑 的 声 音 则 认 为 过 高 的 工 资 以 及 劳

动保护会提高企业的成本，使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丧失竞争优势。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在２０１５年对

在中国投资的１４３８家 日 本 企 业 开 展 调 研，其 结 果

也印证了该 观 点。８４．３％的 受 访 企 业 认 为 在 未 来

的经营中工资成本提高是位列第一位的突出问题，

比排在第 二 位 的 质 量 管 理 要 高 出２２．９％。并 且，

制造业企业与非制造业企业的观点还不尽相同，认

为工资 上 升 带 来 较 大 影 响 的 制 造 业 企 业 占 比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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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６％，而非制造业 企 业 占 比 则 为３０．３％。于 是，

中国的工业化似乎陷入了两难的困境，一方面提高

工资将导致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削弱，另一方面压低

工资又限制消费以及国内市场的形成，不仅无法替

代萎缩的国际市场需求，而且还影响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因此，工业化未来道路的抉择就需要突破这

种两难困境。

除了劳动力成本之外，环境成本的提高也同样

不容忽视。过 去 能 源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空 间 相 对 较

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

承认中国的污染物排放与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图

５显示了中国二氧化硫排放与工业占ＧＤＰ比例 的

情况，二者变 化 具 有 较 高 的 相 关 性。２００５年，中 国

的碳排放量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位。虽然中国

的人均碳排放量以及历史累积人均排放量都还比较

低，但２０１２年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９３亿吨，约占世

界的１／４。表３展 示 了 中 国 碳 排 放 的 构 成，其 中 能

源转 换 与 工 业 两 类 的 排 放 占 比 不 仅 远 高 于 ＯＥＣＤ
国家，而且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表４进一步显示了

中国的能源结构，煤炭占比较非ＯＥＣＤ国家还要高

出许 多。以 每 千 瓦 小 时 的 发 电 成 本 比 较，煤 炭、石

油、天然气、核 能 和 水 力 发 电 的 成 本 分 别 为０．３２３３
元、０．５９２６元、０．３４４８元、０．３０１７元和０．７１６５元。⑥

虽然核电的成本相对较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其初

始投资非常高，并且需要更多地考虑安全因素。因

此，如果用相对低碳的石油与天然气替代高碳的煤

炭，或者用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将必然导致能

源成本提升（乔晓楠、何自力，２０１６）。

表２　中国人口总量与结构的变化趋势预测

总人口（千人） 年均增长率（％） 未满１５岁人口占比（％） 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比（％） 中位年龄（岁）

１９５０　 ５４３７７６ … ３４．３　 ４．５　 ２３．７

１９６０　 ６５０６８０　 １．８　 ３９．７　 ４．０　 ２１．３

１９７０　 ８１４３７８　 ２．３　 ４０．３　 ３．９　 １９．４

１９８０　 ９８４０１６　 １．９　 ３５．４　 ５．１　 ２２．１

１９９０　 １１６５４２９　 １．７　 ２９．３　 ５．８　 ２４．８

２０００　 １２８０４２９　 ０．９　 ２５．６　 ６．９　 ２９．６

２０１０　 １３５９８２１　 ０．６　 １８．１　 ８．４　 ３４．６

２０２０　 １４３２８６８　 ０．５　 １８．２　 １１．７　 ３７．７

２０３０　 １４５３２９７　 ０．１　 １５．９　 １６．２　 ４２．１

２０４０　 １４３５４９９ －０．１　 １４．６　 ２２．１　 ４５．９

２０５０　 １３８４９７７ －０．４　 １４．７　 ２３．９　 ４６．３

　　资料来源：联合国数据库。

表３　中国与世界碳排放结构比较（％）

运输 国际海运航空 能源转换 工业 其他

中国 ６．５３　 １．２２　 ５２．３０　 ３０．８８　 ９．０７

ＯＥＣＤ　 ２６．１７　 ４．０５　 ４２．１５　 １４．０４　 １３．５９

非ＯＥＣＤ　 １３．５７　 ３．０２　 ４８．５１　 ２４．０８　 １０．８２

世界 ２２．５６　 ３．４１　 ４３．８１　 １８．４５　 １１．７７

　　资料来源：日本环境省数据。

表４　中国与世界能源结构比较（％）

煤炭 石油 天然气 核能 水电 可再生能源

中国 ６６．０３　 １７．５１　 ５．６２　 ０．９６　 ８．１０　 １．７９

ＯＥＣＤ　 １９．１４　 ３６．９６　 ２６．０５　 ８．１８　 ５．７４　 ３．９３

非ＯＥＣＤ　 ３８．０８　 ２９．３３　 ２１．９８　 １．６７　 ７．５８　 １．３６

世界 ３０．０３　 ３２．５７　 ２３．７１　 ４．４４　 ６．８０　 ２．４５

　　资料来源：ＢＰ世界能源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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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中国制定的环境约束目标主要包括两个。

其一是生态文明建设。“十一五”期间，中国首次将

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两个减排指标纳入到国民经

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此后的“十二五”与“十三

五”规划又不断充实新的减排指标，进而逐渐形成了

以总量控制为核心机制的环境政策体系。其二是参

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长期以来，中国在坚持共同

但有差别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

谈判，并且努力推动本国的碳减排进程。在新近达

成的《巴黎协议》中，中国提出的减排目标为“二氧化

碳排放２０３０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早日达峰；单位

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２００５年下降６０％～
６５％”。因此，基于这两个环境减排约束目 标，未 来

中国的工业化走绿色清洁的道路就变得势在必行。

图５　中国二氧化硫排放与工业占比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数据库。

（三）战略机遇：孕育之中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自里夫金 的《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出 版 以 来，围

绕着新工业革命的话题引 发 了 广 泛 的 讨 论。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第三次 工 业 革 命 曾 被 定 义 为 在 工 业 社

会中，信息 技 术 的 提 高 与 广 泛 的 应 用 及 其 对 第 三

世界的渗 透。其 中，信 息 技 术 指 计 算 机 和 通 信 的

相互融合，以 及 电 子 学 在 生 产 过 程 与 商 业 上 日 益

增加的应 用。当 前，对 于 第 三 次 工 业 革 命 的 定 义

则超越了 工 业 化 与 信 息 化 融 合 的 范 畴，将 更 多 科

技进步的 新 动 向 引 入 其 中，但 同 时 也 存 在 着 一 定

的分歧。两 种 代 表 性 的 观 点 值 得 关 注：其 一 是 由

里夫金所提出的以 能 源 互 联 网 为 核 心 特 征 的 第 三

次工业革 命 说，并 且 他 将 这 种 观 点 概 括 为 可 再 生

能源、建筑 物 发 电、间 歇 式 能 源 贮 存、能 源 互 联 网

共享以及 交 通 运 输 工 具 转 型 五 个 方 面；其 二 是 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于２０１２年４月 发 表 的“特 别

报告”及相关文章 为 代 表 的 观 点，即 认 为 第 三 次 工

业革命的特征为 制 造 业 向 数 字 化 转 型。除 了 这 两

种相 对 主 流 的 观 点 之 外，由 麦 肯 锡 全 球 研 究 所

（２０１１）所提出的大 数 据 时 代 来 临 为 核 心 特 征 的 第

三次工业革命说也不能忽视。

其实，从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出发，工业革命

就是颠覆性技术变革推动的迂回生产链条延长，就

是以“机器替代劳动”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资本品积累

过程，其终极目标就是要实现更高的效率。贾根良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的研究表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不同

之处在于，不仅要突破人类的体力，还要进一步对人

类的脑力进行替代。目前孕育的一些新技术已经展

现了这样的潜力。第一，机器人将更多地被应用于

工业生产，即对体力劳动的进一步替代。第二，互联

网、物联网以及大数据的发展，即可以提供有关需求

更为丰富的信息。第三，智能化的嵌入，所谓智能化

指是的模拟实现感知、记忆、适应、分析、决策以及学

习能力，并将上述能力应用于产品研发、工艺设计、

生产调度、质量控制、故障诊断、存储配送、售后服务

乃至于产品回收，通过突破人类脑力的某些极限以

满足更加个性化、定制化的需求。新的工业革命需

要突破经济增长、福利改善与排放增加、环境恶化并

行的发展模式，因此新型工业化必须要以清洁低碳

为前提。

累积性的技术创新与革命性的技术创新存在着

显著的差异。前者按部就班，逐步升级，后者则带有

一定的随机性、偶然性以及颠覆性。因此，建立在新

技术革命基础上的新工业革命对于后发国家而言，

将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促成

的条件来看，其需要的是前期的工业积累、必不可少

的资金投入以及相关领域大量的高素质人才。由此

可见，中国已经具备良好的条件，拥有利用战略机遇

实现赶超的可能性，关键问题则在于找准产业升级

的方向、更大范围的资源整合、创新环境的营造以及

必要配套政策的落实。

四、中国工业化未来的发展道路

（一）破除“配第—克拉克定律”的教条，重新理

解产业升级

通常谈到产业升级就会联想到著名的“配第—

克拉克定律”。似乎这条定律所描绘的产业变迁轨

迹就代表了产业升级的方向。

然而，如果深入分析这条主要基于经验归纳获

得的“定律”，就会发现其中还有很多模糊的环节让

人存在疑问。第一，如果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在到达一定程度后将会出现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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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即工业占比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那么这个拐

点到底应该如何判定？第二，服务业是一个宽泛的

概念范畴，以不同类型的服务业替代工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将会导致怎样的经济绩效差异？第三，

在工业占比下降之后，服务业占比上升，是否就意味

着工业化道路的终结？显然，在没有彻底搞清这些

问题的前提下，盲目生搬硬套“配第—克拉克定律”

则可能会将产业升级引入歧途。

结合马克思主义工业化理论，考虑一个例子来

帮助理解上述问题。假设生产一种消费品需要使用

机床，而制造机床需要利用钢铁，并且机床的动力由

电力提供。随着技术的进步，普通的机床变为数控

机床，于是还需要研制芯片，按照消费品的生产要求

编写控制机床运转的软件程序，并且将数控系统集

成于机床设备之上。因此，包括钢铁、电力、机床的

生产制造以及芯片的研制与软件程序的开发，都属

于该种消费品生产链条被延长的情况，增强了迂回

性。第一，如果某个国家从外国进口了数控机床来

生产消费品，那么显然其工业化程度是提升了，并且

在统计中工业占比也会提高，也会为该国增加收入。

但是，这样的工业化就该国而言却不是完整意义的

工业化，因为它没有延伸并覆盖本国全部迂回生产

的链条。如果工业化进程在这样的程度即被逆转，

那么将无法彻底改变该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第二，

显然延伸迂回生产的链条所面临的技术难度是存在

差异的。例如，可以提供钢铁与电力，不一定可以制

造机床；可以制造机床，不一定能够研制芯片并开发

程序。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掌握了技术优势的国家

可以构筑壁垒，获得更高的经济附加值。第三，面对

迂回生产链条的延伸，一国要么经历艰苦的努力，跨
越技术障碍，实现高附加值生产环节之上的资本品

积累；要么只掌握一个不完整的工业体系，进口高附

加值的资本品，结合自身的劳动投入或者自然资源

禀赋，出口低附加值的消费品，接受国际贸易中的不

等价交换。第四，从国民经济核算的产业划分角度

来看，诸如软件程序开发这样的生产环节如果由独

立的第三方企业负责，那么其在统计中将被计入服

务业。这种所谓的“服务”实际上是从工业体系中衍

生出来的，其应用将实现效率的提升，并且其普及也

需要必要 的 积 累 过 程。然 而，统 计 意 义 上 的“服 务

业”却并非都是如此，不带有生产性，甚至带有寄 生

性的某些服务业，如果持续提升其占比将不利于该国

国际竞争力的长期保持。第五，生产链条的延伸以及

工业革命的爆发势必对作为资本品积累过程的工业

化提出全新的要求，这促使工业化随着技术的进步与

革命持续推进。工业化的关键是攻破技术壁垒，实现

全产业链条上的资本品积累，并将技术在最大范围转

化为生产力，进而带来生产效率的提升。综上所述，
“配第—克拉克定律”仅概括了某些样本国家的产业

变迁现象，不能简单地套用来制定产业政策。发展中

国家不能为了追求产业比例结构的变化，盲目地发展

某些并不创造价值的服务业而中断工业化，要牢记产

业升级的真正要义实际上蕴含于马克思式的经济增

长与工业化进程之中。美国的例子也说明，一个大国

如果彻底去工业化，即使全面转向以金融业为代表的

所谓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其实也不是一个明智之举。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更是如此。
（二）坚持走资本品工业化道路，跨越中等收入

陷阱

激烈的国际竞争使得一国的贸易结构可以较为

准确地反映出该国产品的竞争优势何在。如果将贸

易划分为四大类，即包含农产品、各种能源以及矿产

资源的自然物、工业消费品、工业资本品以及服务，

那么２０１０年中国的贸易结构为：四类贸易在总进口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５．９６％、３４．０８％、２６．６３％ 和

１２．１６％；而 在 总 出 口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８．１２％、

５１．９８％、３０．４８％和９．３２％。其中工业消费品和资

本品可以实现顺差，而自然物与服务则为逆差。数

据表明，中国的贸易优势在工业品，虽然近年来资本

品出口占比出现明显的提升，但消费品依然是出口

贸易的绝 对 主 力。中 国 的 贸 易 结 构 与 德 日 两 国 相

比，相同点是都以工业品实现顺差，不同之处则在于

德 日 的 工 业 资 本 品 出 口 占 比 分 别 为 ４４．９２％和

４６．５９％，而工 业 消 费 品 出 口 占 比 则 为２４．７６％和

２８．３９％。这说明在工业更为高端的迂回生 产 环 节

之上，中国与这些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有待进

一步提升。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出现的原因与相关国家过

早的发生去工业化现象有关乔晓楠、杨成林（２０１３）。

从数据上看，一些通常被认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国家其产业结构与同期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相差

无几。２０１０年，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其

服务业产值大约为工业产值的２．５倍左右，而韩国

仅为１．５倍。并且，这些国家发生工业占比下降，服
务业占比 上 升 的 拐 点 也 要 比 发 达 国 家 更 早。乔 晓

楠、张欣（２０１２ｂ）曾利用１３个样本国家进行测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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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大约达到５０００美元时

会出现拐点，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出现拐点

时的人 均 收 入 还 不 足２５００美 元。⑦ 从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在发达国家工业向服务业转型的过程中，服务业

单位劳动 力 创 造 的 产 值 是 工 业 的１．０６倍 至１．２１
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情况则恰好相反，服
务业 单 位 劳 动 创 造 的 产 值 仅 为 工 业 的０．６９至

０．９４。这说明遵循“配第—克拉克定律”的产业变迁

未必可以实现效率的改进，甚至可以说这些国家实

际上出现的是“产业降级”，并且如此的结构变化也

必然导致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之所以会出现过早地去工业化，其主要原因在

于这些国家在延伸迂回生产链条的过程中，没有利

用好关键的“成本优势窗口”，致使经济陷入“劳动力

成本悖论”的怪圈。“劳动力成本悖论”描述的是：后
发国家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可以通过引进吸收，掌

握初步的工业技术，完成全部迂回生产链条中的一

部分资本品累积，并且将初步工业化带来效率提升

与自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相结合以获取收益。

但是，如果没有在高技术生产环节实现突破，则会陷

入一种两难境地。一方面，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若
要持续保持收益必须压低工资。后果是由于工人收

入过低而无法启动国内需求，反而进一步加剧对外

部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如果提高工资则会导致

产品的竞争力丧失。最终陷入两难的工业部门，将

会出现增长停滞，特别是当劳动力转向更为低效的

服务业部门时，该国将被彻底锁定为世界体系中的

外围国家。因此，“劳动力成本悖论”正是人均收入

无法从中等收入水平跨入高收入水平的主要原因之

一。其本质是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没有利用产品成

本具备优势的机会窗口，及早突破更高层次的迂回

生产环节，完成高端资本品的积累。换言之，只有高

技术支撑的高端工业化生产环节才能实现高效率，

进而与高收入相互兼容。

在当前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通

过向更高端的工业层级以及产业环节迈进，进而突

破“劳动力成本悖论”是极为重要的。换言之，结合

中国当前工业化的现状与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参

考拉美国家的国际经验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趋

势，中国产业升级的道路应该是坚持走以新技术支

撑的资本品工业化道路。具体而言，即以智能化与

绿色化为核心，抢占工业发展的新制高点，以技术优

势替代低成本优势，重塑国际竞争力。

（三）兼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推进中

国工业化第三次跃升

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联系的全面资本品工业

化是中国工业化第三次跃升的主题。为了推动上述

目标的实现，必须兼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

来营造工业化的发展环境。虽然中国已经出台了制

造强国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但是

由于经济系统是一个整体，因此 还 可 以 从 更 为 宏 观

的角度，考虑全 局 性 的 部 署。第 一，重 视 调 节 产 业

部门之间的分 配 关 系。推 动 高 端 制 造 业 发 展 不 能

仅从制造业着 眼，关 键 是 要 利 用 各 种 政 策 工 具，重

塑不同产业部门间的相对利润结构，引导各种社会

资源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实体经济。如果继续放任

充满投机的虚拟经济领域膨胀，那么新一轮的工业

势必难以成形。第二，重视调节本国企业与外国企

业之间的分配 关 系。对 于 那 些 亟 待 发 展 的 高 端 制

造环节及其后续的积累过程，需要给予必要的产业

保护与政策支持。其实，这是各个发达国家通行的

做法。只有国内 市 场 才 是 涵 养 其 发 展 壮 大 的 必 要

土壤。第三，重 视 调 节 劳 动 者 与 资 本 方 的 分 配 关

系。不要过分担忧工资成本的上升，而是要调节好

收入分配差距，避 免 两 极 分 化，这 不 仅 符 合 全 面 建

成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的要求，而且也是形成国内

需求的重要前提。其中，避免本国产品国际竞争力

丧失的关键就是技术进步及其支撑的工业化进程。

第四，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推动智能绿色工

业化既要 发 挥 市 场 的 作 用 又 要 重 视 政 府 的 作 用。

虽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起

全部作用。因此，社 会 主 义 市 场 经 济，既 要 发 挥 市

场作用，也要发 挥 政 府 作 用，特 别 是 在 国 家 创 新 体

系的建设与完善方面，政府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同

样，作为行动主 体，也 需 要 同 时 注 重 发 挥 国 有 经 济

与民营经济的作用。

五、总结

概括而言，本文主要结论包括五个方 面：第 一，

工业化既不是一蹴而就的，又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

有技术的进步与变革，迂回生产链条就会不断延伸，

必要的资本品就需要不断累积，工业化的进程就有

必要持续推进。因此，工业化不能从低水平的规模

扩张去理解，而应从技术升级与资本品更新的角度

去认识。第二，需要正确理解并审慎对待“配第—克

拉克定律”，突破国民经济统计层面的工业化认识，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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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认为服务业占比提升就是产业升级，而

应从社会生 产 效 率 提 高 的 角 度 找 到 产 业 升 级 的 方

向。第三，不能持续推动并实现完整体系与全生产

链条的工业化，就不能让技术创新带来的普遍高效

率来支撑高工资，也就不能突破“劳动力成本悖论”，

进而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第四，近年来资本主

义爆发的各种危机已经证明，以金融化为核心的美

国式产业结构绝不是中国未来产业升级的目标与模

板。第五，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要求中国必须做出

战略性的决策，哪怕要经历痛苦的结构转型过程，也
必须改变既有经济增长模式。利用第三次工业革命

的契机，以智能化与绿色化为核心，推动消费品工业

进一步向资本品工业的“第三次跃升”才是未来前进

的方向。

注：

①《马克思恩 格 斯 选 集》第 一 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５年 版，第

２７７页。

②《毛 泽 东 著 作 选 读（下）》，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６ 年 版，第

７０４页。

③④《周 恩 来 选 集（下 卷）》，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８４年 版，第１３２
页、第４３９页。

⑤中共中央宣传部：《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读 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节 选 自《发 展 中 国 稳 定 中 国 的 必 由

之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⑥成本数据采用日本经济产业省给出的 参 考 值，并 按 照１００
日元兑换５．３８７５元人民币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

⑦拐点的收入水平以２０００年不变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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